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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重效应原则的道德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


［波］克里斯托夫·斯斯卡斯基

　　内容提要：作为传统上被视为对严重违法行为确定和分配责任的部门法，刑法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公众不仅将有罪判决视为违法的证明，也将其视为某种道德谴责。因此有

罪判决无疑也代表某种道德评价。事实上，立法者与犯罪化有关的决策很大程度上都与

公民的道德信念相符合，这一现象尤其体现在故意杀人或盗窃行为这样的传统刑法领域。

刑法与道德信念之间的联系在上述禁止性行为中显而易见。因此，这种关系是否存在于

刑法的一般领域更值得分析。这一关系的存在既与道德上的双重效应原则有关，同时也

可能对刑法中的违法阻却事由产生影响。双重效应原则源于圣托马斯提出的理论，随后

新托马斯主义者详细阐述了这一原则，现如今，这一原则无论在道德还是法律领域都引起

了广泛讨论。双重效应原则现在常被应用于与医疗相关的法律决策中，特别是一些复杂

的情况，如拯救怀孕母亲的生命会导致胎儿的死亡，或者分离连体双胞胎会导致其中一人

死亡等。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基于双重效应原则被认为合理的行为在刑法上也应被

视为根本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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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对于刑法基本原理的检验都应始于追问刑法功能这一关键问题。为了恰切地

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要地应当考虑用各种参考因素来检验刑法是否确实服务于其目的，

唯有如此，接下来才能继续讨论每一个参考因素的功能。我们至少可以区分出三个参考

因素，即法律体系的一致性，立法者的意图，和公民道德。〔１〕 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无法通

过其他的因素对刑法的功能进行检验。但上述三个参考因素却是在压制性法律框架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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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在全世界范围内首发的作品。译者为刘建伟，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公民道德是一种美德，可以被定义为人做出审慎选择的能力。我们关注的公民道德是那些影响政治共同体的选

择。参见Ｊ．Ｆｉｎｎｉｓ，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ＣｏｍｍｏｎＧｏｏｄ．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Ｅｓｓａｙｓ：ＶｏｌｕｍｅＩＩＩ，Ｏｘｆｏｒｄ２０１１，ｐｐ．１０７－１０８。



常参照的内容，刑法当然地属于压制性法律。

法律体系的一致性是指努力发展刑事法律制度以使其最大程度地与其他部门法所使

用的法律范畴相匹配。具体来说，一致性的观点要求刑法保持内在凝聚力。易言之，刑法

是一个内部元素都完美兼容的体系，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在优选的理论概念中运行

的机制。学术论文的产出和辩论的进行均建立在该机制之上，且其分析过程都应尽可能

一致地适用已广为接纳的理论概念。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理论研究才与其实际应用成

果的检验分离。通常来说，例证应属于综合犯罪理论的一部分。因此，在分析刑法规范

时，尽管立法者明文规定可以放弃适用或用其他方式〔２〕替代这种定罪模式，但故意或非

故意犯罪这样的概念仍会延续使用。这并不意味着刑法上的这种分析方法本质上是错误

的。相反，如果理论分析是为了产生保障效应，那么这一方法就值得肯定，也应广泛采用。

理论思考除了在理性上具有吸引力之外（因为制定一致性的规范体系是一项有趣的挑

战），更重要的是其保障作用。〔３〕 它提高了得出正确结论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这一结

论是真实的。在分析某一特定的刑事案件时，在处罚的前提，即不法性、应受处罚性以及

有责性都被充分证明的情况下，对嫌疑人的处罚就更为公正。但是，对于刑法而言，努力

使其内在理论保持一致并非目的所在。〔４〕

第二个参考因素是立法者的意图，其实现依靠包括刑法在内的多种手段。这一确定

刑法功能和实施方法的因素最常出现在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国家。国家使用的所有手段

都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特别是用来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权力，以及加强作为国家基础的

意识形态。但这不意味着在民主国家中刑法就不会发挥类似作用。事实上，民主也倾向

于通过刑法来实现各种目的，既包括长期目的也包括短期目的。例如，刑法通过使税务欺

诈行为犯罪化来禁止这样的行为就是出于财政目的。这一安排会促进公民在和国家以及

税务机关打交道时保持诚实。民主国家的公务人员，特别是立法机关成员，常试图通过刑

法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通过刑法干预来回应社会期待时常奏效。一如前一参考因素，

这种方法也不应全盘否决或抛弃。因为如果社会公众接受这些政治家，就很难期待他们

在施行政治计划时能够保持克制而不动用刑法。毕竟，刑法在每个国家都是行使权力的

工具之一。

法律体系的一致性以及立法者的意图如果符合另一个因素的要求，那么它们在刑法

领域就可以被接受，这一因素就是有助于培养公民美德的公共利益原则，对公民而言，其

共同利益是最紧要的。不论其他目标是什么，每一个国家都应当首先注重为公民提供适

宜的环境，让他们追求自己的目标和志向，并得到个体层面的发展。在完美的社会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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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保障功能也源于波兰宪法。参见 Ｔ．Ｓｒｏｋａ，Ｋｏｍｅｎｔａｒｚｄｏａｒｔ．４２ｕｓｔ．１，ｉｎ：Ｌ．Ｂｏｓｅｋ，Ｍ．Ｓａｆｊａｎ（ｅ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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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并不意味着刑法理论的内在一致性无关紧要。如前所述，它的主要作用是能够通过刑法执行保障功能。

理论的内在一致性也有助于在刑法中实现平等原则。



们努力去做最好的自己，并尊重他人的主体地位，这样的社会可以通过权利和自由的形式

表述出来。这种表述的范例体现在处理人权问题的重要文件中，如《世界人权宣言》和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样的价值也体现在许多国家的宪法当中，通常写在

这些文件的序言或者专章当中。《波兰共和国宪法》也不例外，它包含公共利益原则，和

“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尊严”这一与人权有关的内容。

法律的目标是通过为每个人的自我发展创造最佳环境来促进人类美德的发展，这

体现了法律与道德间的密切关系。〔５〕 这种关系关乎法律的调整范围和其目的性，刑法

中也体现这一点。大量刑法中被禁止的行为，也在多种道德体系中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而目的性则指的是试图通过法律和道德秩序达到同一目标。法律和道德都应当以人类

的善良品性和趋于完善的外在行为作为目标。不过道德原则通常建立在针对多数人的

规范基础之上，并直接指向这一目标；而法律规范，特别是刑法规范，则适用于少数人。

此处刑法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因为它主要是处罚与理想的行为相反的行为并间接地促

进正当行为。

尽管如此，这样的差别不应得出道德和法律之间没有共同点的结论。正如之前提

到的，这两种秩序的目的都是为了促使人类追求尽善尽美。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

论，道德准则是关于刑法的初级本质。对于人应当如何行为，以及人为什么应当承担责

任这样的问题，道德问题是首要的，之后才是法律问题。因此，在回答和法律责任有关

的基础性问题时，将道德纳入刑法研究是适当的。道德和法律的目的是保护“善”，即

那些对人类非常重要的价值。虽然这两种秩序在调整范围和制裁的种类上是不同的，

但是它们在证明向行为人分配责任的可能性时所用的方法是相同的。道德责任和法律

责任之间的分化在特定情况下是合理的，即道德责任的范围大于刑事责任的范围。但

是相反地，如果某种规范性方法使得道德上可接受的行为被课以刑事责任，那么这种方法

是不可接受的。〔６〕

本文并不在于研究定罪的问题，即研究的目的不是确定和评价刑事制裁规范中禁

止性行为的范围并将其与不道德的行为类型进行比较。在众多需要处理的问题中，最

重要的是接近道德的途径多元，而社会内部在道德判断上的多元化程度正在增加使得

对于特定行为是好是坏的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涉及最富争议的问题时尤其值得注

意。但这对刑事责任体系，也就是那些传统上被放到刑法典总则中的问题不会影响太

大。道德责任的认定先于刑事责任的认定。如不作为、故意、从犯责任的类型、犯罪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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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盎格鲁 萨克逊文学的专家指出，在一些情况下刑法研究者清楚地采纳了哲学的观点。比如在关于犯罪定

义中的主观要素的讨论中。参见Ｊ．Ｇａｒｄｎｅｒ，Ｈ．Ｊｕｎｇ，ＭａｋｉｎｇＳｅｎｓｅｏｆＭｅｎｓＲｅａ：ＡｎｔｏｎｙＤｕｆｆ’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ｘｆｏ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１，ｖｏｌ．１１，ｎｏ．４，ｐ．５５９）。在波兰，这种对前述问题进行分析的方法已经不流行了。
某一行为是否可被犯罪化应当通过由政治共同体选择的重要价值构建的道德体系来检验，即这一道德体系使刑

法合法化。



成这些问题，都是刑法要依赖之后的道德方法解决的范畴。〔７〕 至少，如果刑法符合前述

假设，就应该不干涉道德上被视为善良的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道德理论都提

出相同的责任体系。这不是多元主义的领域，相比于刑法的分则部分，其总则部分更不易

产生变化。

道德责任构成和刑事责任构成之间的相容性使得刑法规定符合道德准则。这里谈

到的道德方法是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哲学观点，包括伦理学和哲学人类学，它们不仅源

于经典哲学和托马斯主义，而且也源于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若要令人信服地说明选

择这一方法多么恰当，则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此处，我们将波兰基本法作为论据。这

份文件在其序言部分将上帝视为真理、公正、善良以及美的来源，而且国家的文化深深植

根于基督教文化遗产之中。核心论据就是人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尊严，其被写入宪法当

中，反映了犹太—基督教传统。通过对宪法的价值论，特别是关于人类尊严原则的深入分

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立法者所依据的哲学人类学假设是基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内涵

发展来的。〔８〕

承认道德和刑法之间的关系，或至少是交集，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有意思的领域。瓦迪

斯瓦夫·马彻若（ＷａｄｙｓａｗＭｃｉｏｒ）在其１９９０年出版的论文前言部分指出：“如果刑法

有什么确定的基础，那么它们一定表现在哲学观点上而不是规范法案当中，它们或多或少

都可以灵活运用，并且保持变化。”〔９〕在道德责任的范畴中，更为有趣的是双重效应原则。

这一原则在法律责任的讨论中也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医疗法当中。〔１０〕 因此应当先确定这

一原则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再尝试思考在道德责任范围内如何应用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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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已经指出的，这不意味着刑法的调整范围与道德责任的范围相重合。后续的道德决定在这里可以被理解成责

任分配体系的复制，至少是部分效仿。

参见Ｋ．Ｓｚｃｚｕｃｋｉ，Ｗｙｋａｄｎｉａｐｒｏｋｏｎｓｔｙｔｕｃｙｊｎａｐｒａｗａｋａｒｎｅｇｏ，Ｗａｒｓｚａｗａ２０１５，ｐ．２２２ｅｔｓｅｑ；Ｍ．Ｐｉｅｃｈｏｗｉａｋ，Ｋｏｍｅｎ
ｔａｒｚｄｏＰｒｅａｍｂｕｙ，ｉｎ：Ｌ．Ｂｏｓｅｋ，Ｍ．Ｓａｆｊａｎ（ｅｄ．），ＫｏｎｓｔｙｔｕｃｊａＲＰ．Ｔｏｍ１．Ｋｏｍｅｎｔａｒｚｄｏａｒｔ．１－８６，Ｗａｒｓａｗ２０１６，
ｐｐ．１５２－１５３；Ｌ．Ｂｏｓｅｋ，Ｋｏｍｅｎｔａｒｚｄｏａｒｔ．３０，ｉｎ：Ｌ．Ｂｏｓｅｋ，Ｍ．Ｓａｆｊａｎ（ｅｄ．），ＫｏｎｓｔｙｔｕｃｊａＲＰ．Ｔｏｍ１．Ｋｏｍｅｎｔａｒｚｄｏ
ａｒｔ．１－８６，Ｗａｒｓａｗ２０１６，ｐ．７２４．Ｌ．加尔利茨基 （Ｇａｒｌｉｃｋｉ）也赞成关于人类尊严的这一理解和它在波兰宪法中
的重要性：“（……）这一点（人类尊严—作者注）放在在宪法序言部分不是巧合，在人类民族和普遍价值的基督

教文化遗产的背景下，这一以思考尊严的宪法概念为起始的主要参照点，是基督教教义中的概念。这一假设可

能与存在于欧洲宪法框架中的对尊严概念的理解有关，其第３０条的规定与德国和西班牙的情况最为接近。”参
见Ｌ．Ｇａｒｌｉｃｋｉ，Ｋｏｍｅｎｔａｒｚｄｏａｒｔ．３０，ｉｎ：Ｌ．Ｇａｒｌｉｃｋｉ，Ｍ．Ｚｕｂｉｋ（ｒｅｄ．），ＫｏｎｓｔｙｔｕｃｊａＲｚｅｃｚｙｐｏｓｐｏｌｉｔｅｊＰｏｌｓｋｉｅｊ．Ｋｏｍｅｎ
ｔａｒｚ．ＴｏｍＩＩ，Ｗａｒｓｚａｗａ２０１６，ｐ．３３。
Ｗ．Ｍｃｉｏｒ，Ｃｚｙｎｌｕｄｚｋｉｉｊｅｇｏｚｎａｃｚｅｎｉｅｗｐｒａｗｉｅｋａｒｎｙｍ．Ｚａｇａｄｎｉｅｎｉａｐｏｄｓｔａｗｏｗｅ，Ｗａｒｓａｗ１９９０，ｐｐ．４－５．刑法哲
学在波兰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是这一研究也不是完全不为人知。至少最近重新出版的 ＪｕｌｉｕｓｚＭａｋａｒｅｗｉｃｚａｎｄ
ＥｄｍｕｎｄＫｒｚｙｍｕｓｋｉ的论述应当被提到。参见 Ｊ．Ｍａｋａｒｅｗｉｃｚ，Ｗｓｔｐｄｏｆｉｌｏｚｏｆｉｉｐｒａｗａｋａｒｎｅｇｏｗｏｐａｒｃｉｕｏｐｏｄｓｔａｗ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ｚｎｏｒｏｚｗｏｊｏｗｅ，Ｌｕｂｌｉｎ２００９ａｎｄＥ．Ｋｒｚｙｍｕｓｋｉ，ＴｅｏｒｉａｋａｒｎａＫａｎｔａｚｅｓｔａｎｏｗｉｓｋａｏｇóｌｎｅｊｎａｕｋｉｏｒｏｚｕｍｉｅｐｒａｋｔｙｃ
ｚｎｙｍ，Ｋｒａｋｏｗ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ｉｌｉｉ．ｏｒｇ／ｅｗ／ｃａｓｅｓ／ＥＷＣＡ／Ｃｉｖ／２０００／２５４，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７］。该例子是英国上诉法
院在连体婴儿案中的判决。法院判决连体婴儿应被分离。在分析故意的时候，法院直接援引了双重效应原则。

“这告诉我们如果一个行为本身是出于善意，那么该产生不利后果的善意行为在道德上是可以被认可的。其中，

行为人的目的只是为了引起好的结果，而且好的结果并非通过不利后果产生，此时就有充分的理由认可坏的结

果。这很难和伍林（Ｗｏｏｌｌｉｎ）的观点达成一致，但该观点似乎能够得到唐纳森勋爵（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Ｍ．Ｒ）和戈夫勋爵
（ＬｏｒｄＧｏｆｆ）的支持。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原则在医生出于缓解疼痛的目的用强效止痛剂治疗患者，而副作用是加
速患者死亡时发挥了作用。”



在此试举一例说明问题，宫外孕，即胚胎着床于子宫之外，也就是人们熟知的输卵管

妊娠。这种情况会阻碍妊娠，使得胎儿不能发育到足以成活。同时，这种情况也会直接威

胁孕妇的生命和健康。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会通过医疗手段使孕妇终止妊娠。这一问题

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意义重大。〔１１〕 尤其是当一国的法律体系禁止终止妊娠时，道德和刑法

都会被用于评估这一医疗手段。从现行的波兰法律可以推导出这样的规范：当终止妊娠

是为了拯救孕妇的生命时，医生可能产生的刑事责任可以被豁免。思考道德是怎么处理

这一问题，并评价在刑法中所应用解决方法的正确性，这些是很有价值的。尽管这一引人

注意的案例是一件非常难以处理的事件，但是它的潜在处理方案是和日常生活中的事件

相一致的，也和治疗过程有联系。在治疗的时候，医疗手段通常都会造成伤害，或者引起

某种确定程度的危险。这种状态的可接受性的基础应当纳入考虑范围。

通常认为双重效应原则的理论源于圣·托马斯·阿奎那（ＳａｉｎｔＴｈｏｍａｓＡｑｕｉｎａｓ）对正
当防卫的阐释。〔１２〕 阿奎那认为判断导致加害人死亡的行为是否具有道德性，应当考察三

个条件：（１）行为符合人类天性；（２）行为与预期目的成比例；（３）附随于行为目的的负面
效果不是行为人故意造成的。从托马斯的观点中可以得出以下四个结论：（１）实行行为
是可能达到预期目的的行为中伤害最小的行为；（２）行为在不考虑负面效果的情况下是
可接受的；（３）相较于阻止邪恶，行为人更有义务为了善良而行动；（４）行为人的目的是做
出善良的行为而不是故意作恶，不论是手段上的恶还是目的上的恶。〔１３〕 根据托马斯·阿

奎那在必要防卫上的思考和他的后继者的成果，通用的标准得以建立，这一标准主要基于

让 皮埃尔·居里的建议：（１）行为本身是善良的或者道德中立的；（２）行为人期望正面效
果而不是负面效果；（３）正面效果不是由负面效果产生的；（４）必须合理证明正面效果和
负面效果是合比例的。〔１４〕

从当代的角度特别是从法律科学的观点来看，如何确定行为是否合乎人类天性，或是

确定某一行为对人类是否在客观上是善良或者中立的，这些都存有疑问。这些问题在道

德领域都是争论不休的主题，尽管法律科学几乎从不讨论人的天性或者客观的美德。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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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参见Ｊ．Ｗｒóｂｅｌ，Ｃｉａｅｋｔｏｐｏｗａｚ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ｙｗｙｂｉｏｅｔｙｃｚｎｅｊ，“ＲｏｃｚｎｉｋｉＴｅｏｌｏｇｉｃｚｎｅ”２０１４，ｎｏ．３，ｐ．１１７ｅｔｓｅｑ。
参见Ｂ．Ｃｈｙｒｏｗｉｃｚ，Ｚａｍｉａｒｉｓｋｕｔｋｉ．Ｆｉｌｏｚｏｆｉｃｚｎａａｎａｌｉｚａｚａｓａｄｙｐｏｄｗóｊｎｅｇｏｓｋｕｔｋｕ，Ｌｕｂｌｉｎ１９９７，ｐ．１６－１７。同时文
学家并没有忽视双重效应原则在圣托马斯的成果中没有发挥证明所有复杂行为的道德正当性的作用。实际上，

他只是提到这一原则。他只是在讨论正当防卫导致加害人死亡的情况下强调这一原则。无论这一原则在阿奎

那的著作中的地位如何，后世学者提及双重效应原则时都会参考他的著作。参见Ｔ．Ａ．Ｃａｖａｎａｕｇｈ，Ｄｏｕ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ＤｏｉｎｇＧｏｏｄａｎｄ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Ｅｖｉｌ，Ｏｘｆｏｒｄ２０１７，ｐｐ．６－７。
参见Ｔ．Ａ．Ｃａｖａｎａｕｇｈ，Ｄｏｕ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ＤｏｉｎｇＧｏｏｄａｎｄ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Ｅｖｉｌ，Ｏｘｆｏｒｄ２０１７，ｐ．１２；Ｂ．Ｃｈｙｒｏｗｉｃｚ，
Ｚａｍｉａｒｉｓｋｕｔｋｉ．Ｆｉｌｏｚｏｆｉｃｚｎａａｎａｌｉｚａｚａｓａｄｙｐｏｄｗóｊｎｅｇｏｓｋｕｔｋｕ，Ｌｕｂｌｉｎ１９９７，ｐ．１７。ＢａｒｂａｒａＣｈｙｒｏｗｉｃｚ提出另一种双
重效应原则的条件：（１）方法的公正性；（２）结果（目的）的善良性；（３）方法和结果的合比例性。参见Ｂ．Ｃｈｙｒｏｗ
ｉｃｚ，Ｏｓｙｔｕａｃｊａｃｈｂｅｚｗｙｊｃｉａｗｅｔｙｃｅ，Ｋｒａｋóｗ２００８，ｐｐ．３０８－３０９。
参见Ｔ．Ａ．Ｃａｖａｎａｕｇｈ，Ｄｏｕ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ＤｏｉｎｇＧｏｏｄａｎｄ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Ｅｖｉｌ，Ｏｘｆｏｒｄ２０１７，ｐｐ．２５－２６。条件最初
在让 皮埃尔·居里的著作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ａｅｍｏｒａｌｉｓ（１８５０）中被重建。Ｔ．Ａ．卡瓦诺（Ｃａｖａｎａｕｇｈ）提出了修
改后的条件：１．与坏的结果独立的行为没有内在的错误，２．行为在方法和结果上的目的都是善良的不是邪恶的
３．行为人有合比例的紧急理由作出这一行为，它履行了有关义务，考虑到了后果，恶的必要性以及采取了合理办
法消除和缓解负面影响（ｉｄｅｍ，ｐ．３６）。



翰·菲尼斯所提出的基本善理论适合用在这里。〔１５〕 作者提出了一系列不能被干涉的基

本善，并构成了其它善的基础。换句话说，它们是人类自我定义、自我认知的基础。〔１６〕 当

把这些基本善转化到实践推理领域，像是道德领域的时候，约翰·菲尼斯（Ｊ．Ｆｉｎｎｉｓ）指出

它们是一种可能性：人有越多的基本善，发展的潜力就越大，就可以说一个人获得了上述

的美德。由基本善产生的要求可以被认为是人类天性的要求。菲尼斯认为，有七种基本

善：生命、知识、游戏、审美体验、社交、实践理性、宗教。如果一个人接受之前提到过的概

念，就可以说这个人具有适用双重效应原则的前提条件，会按照之前提到的模式行为。因

此，一个人的行为不应与其认知相反。这样似乎就可以将这种情况转化到当代刑法教义

的语境中。

双重效应原则及其条件是基于行为的自然结果 （ｆｉｎｉ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行为目的（ｆｉｎｉｓｏｐｅ

ｒｉｓ）和行为人目的（ｆｉｎｉｓｏｐｅｒａｎｔｉｓ）之间的不同。〔１７〕 自然结果应当理解为由行为本质决定

所达到的结果。例如，在木材上点火的自然结果是燃烧。但行为目的和行为人目的可能

与自然结果不同。行为目的和行为人目的可能是相同的。例如，在木材上点火是为了烧

毁竞争对手的商店。在这个案例中，行为人在木材上点火不是为了生火和取暖，而是为了

达到其他目的。然而行为目的并不总是和行为人目的相重叠。同时，自然结果也可能与

行为目的相一致。如果一个人击打另一个人，使得受害人丧失抵抗能力，是为了从受害人

家里偷东西，按这种说法，我们会认为行为目的是让人丧失抵抗能力，而行为人目的是盗

窃。因此，可以说行为目的的达成是实现行为人目的的方法。有时候，自然结果与行为目

的相同。在一些案例中，行为人实施特定行为只是为了达到既定的主要目的，即行为人目

的。〔１８〕 所以，如果行为人可以选择使用道德上可接受的方法，就不能选择使用不道德的

方法。

如前述，在托马斯的概念中，双重效应原则是他构建正当防卫条件的基础。“没有

什么可以阻碍一个行为有双重效应，其中只有一个是有目的的，另一个没有。行为是否

道德根据目的的内容而不是目的之外的内容进行区分，所以像之前解释的目的之外的

内容是意外的……”。〔１９〕 作者进一步指出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同时也是双重效应原

则的前提。出于善意的行为与目的之间应当是合比例的。因此，如果反抗攻击的暴力

是不合比例的，或许就应当认为防卫人不全是在保护他自己，而是在攻击其他人。合比

例不仅仅是对正当防卫的限制。人保护自己的目的是最为重要的。据托马斯·阿奎那

所说。“在正当防卫中，一个人故意杀死另一个人是不合法的，除非是公权力为了公共

利益在正当防卫中杀人，像是士兵与敌人战斗，法官与强盗斗争这样的情况，即使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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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重效应原则的道德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参见Ｊ．Ｆｉｎｎｉｓ，Ｐｒａｗｏ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ｅｉｕｐｒａｗｎｉｅｎｉ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ｅ，Ｗａｒｓａｗ２００１，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Ｋ．Ｌｏｓｓｍａｎ，ｐ．６９ｅｔｓｅｑ。
参见Ｊ．Ｆｉｎｎｉｓ，Ｐｒａｗｏ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ｅｉｕｐｒａｗｎｉｅｎｉ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ｅ，Ｗａｒｓａｗ２００１，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Ｋ．Ｌｏｓｓｍａｎ，ｐ．１０３。
参见Ｂ．Ｃｈｙｒｏｗｉｃｚ，Ｚａｍｉａｒｉｓｋｕｔｋｉ．Ｆｉｌｏｚｏｆｉｃｚｎａａｎａｌｉｚａｚａｓａｄｙｐｏｄｗóｊｎｅｇｏｓｋｕｔｋｕ，Ｌｕｂｌｉｎ１９９７，ｐｐ．３５－３６。
另一要从道德层面关注的问题是不作为。

ＳａｉｎｔＴｈｏｍａｓＡｑｕｉｎａｓ，ＳｕｍｍａＴｈｅｏｌｉｇｉａｅＩＩ－ＩＩ，ｑ．６４ａ．７，ｃｉ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ＳａｉｎｔＴｈｏｍａｓＡｑｕｉｎａｓ，Ｔｒａｋｔａｔｏｓｐｒａｗｉｅｄｌｉｗｏ
ｃｉ，Ｋｔｙ２０１６，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Ｗ．Ｇａｌｅｗｉｃｚ，ｐ．１５６．



罪是为私怨所动”。〔２０〕

将正当防卫的推理应用到之前关于行为目的和行为人目的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行为目的，即使用暴力，应当是使用合比例的暴力，这一暴力必须与加害人的威胁成比例。

故意，即行为人目的，不应是杀死加害人。〔２１〕 加害人死亡的结果是目的之外的。〔２２〕 尽管

该结果是种附随效应，但这也不意味着行为人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当然，这也不意味着行

为人在防卫的时候没有预见到杀死加害人的可能性。用火或者刀进行防卫会致人死亡是

容易预见的。单纯预见的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在目的范围之内。

根据前述，认识即预见到会导致应受谴责的结果，应该被认为是有可预见性的，但

是是非故意的，这就不会导致这样的行为被视为恶劣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托马斯

主义还是新托马斯主义，包括当代对于双重效应原则的理解都由其支持者捍卫，并与其

由结果主义产生的一系列规则的指控形成对抗。如 Ｂ．西罗其斯（Ｂ．Ｃｈｙｒｏｗｉｃｚ）所指出
的：间接这一概念也许仅能应用在特定的情况，即选定的实现目的的方法可以对人类福祉

有所贡献，也就是说它们强调人类的价值。毫无疑问，认识到恶劣后果的可能性并不意味

着这些结果是行为人故意的目的。如之前提到的，对行为人的行为作出最终正面评价的

条件是，选择方法的合比例性与合理性。因此，我们不是研究目的的负面效应，而是要承

受和认可它们。〔２３〕

在我们转向分析刑法下的这一问题，并从道德和刑法解释的比较中得出结论之前，应

当先停下来思考如何将双重效应原则精确地应用于之前提到的案例。易言之，该原则是

如何解决宫外孕问题的？

医学为宫外孕提供了多样的解决方法，这些方法的主要目的都是拯救母亲的生命和

健康。宫外孕是已知的在孕期前三个月孕妇的首要致死原因。〔２４〕 在医学上为解决宫外

孕提供了以下的方法：（１）观察，包括持续控制孕妇身体的体征，以确定是否会发生自发
性流产；〔２５〕（２）摘除有胚胎的输卵管（输卵管摘除术）；（３）从输卵管中摘除胚胎（输卵管
取胚胎术）；（４）服用氨甲喋呤。讨论宫外孕问题并不是本文的基本任务，所以这里只是
简单地涉及输卵管取胚胎术，从双重效应原则的角度来说，这是最常被提到的适合的方

法。其他方法的可接受性是伦理学上激烈争论的主题。〔２６〕 此处重要的是从道德和法律

的研究的实践角度说明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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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卡瓦诺 （Ｃａｖａｎａｕｇｈ）直接指出了这一点，试图建立起故意之外的行为和单纯意外行为之间的区别。参见
Ｔ．Ａ．Ｃａｖａｎａｕｇｈ，Ｄｏｕ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ＤｏｉｎｇＧｏｏｄａｎｄ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Ｅｖｉｌ，Ｏｘｆｏｒｄ２０１７，ｐ．１１。
这一原因每年在美国导致数十名孕妇死亡。参见Ｃｈ．Ｋａｃｚｏｒ，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ｉｄ
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ｌｐｉｎｇｏｓｔｏｍ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ＴｈｅＬｉｎａｃｒ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９，ｎｏ．７６（３），ｐ．２６５。
发生的几率是４０％到６４％。参见Ｃｈ．Ｋａｃｚｏｒ，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ｌｐｉｎ
ｇｏｓｔｏｍ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ＴｈｅＬｉｎａｃｒ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９，ｎｏ．７６（３），ｐ．２６６。
与其他方法相比，输卵管胚胎取出术的主要缺点是会使女性不孕。



拯救孕妇遭受威胁的健康和生命本身不是一个道德上的两难问题。相反，采取适当

行动的义务直接来自于道德公理。案例中两难境地是由该方法的流产影响引起的。所有

上述方法，除了观察，都会阻止胚胎的进一步发育。这一医疗手段有两重结果，一个是绝

对好的而另一个是坏的，不论胚胎的实际地位是什么，输卵管取胚胎术都会导致胚胎的

死亡。一行为产生的两个结果，有着非常不同的道德位阶，此处就有必要应用双重效应

进行检验。根据我们接受的版本，这个检验由三个前提组成，即证明行为是否符合天

性，证明行为和目的是否合比例，证明行为人的目的，或是四个前提，即证明行为是否客

观上是好的或是中立的，行为人的目的，选定的方法的道德评价，以及对允许错误效果正

当性比例的争议。

下面是三要素的检验结果。摘除带有发育胚胎的输卵管的目的是拯救孕妇的生命和

健康，之前Ｊ．菲尼斯提到的基本善的类型可以用来解释这种行为的前提是符合天性的。

基本善之一就是生命。即便不论是从经典自然法还是从其他相反的观点出发，基本善的

理论会引起质疑，保护生命是人类的基本需求这一断言也是难以质疑的。这是我们与其

他物种分享的，人类天性的基本推动力。医生实施输卵管取胚胎术是符合人类天性的。

这一案例中唯一的难题是胚胎的死亡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个结果，就不需要复杂

的道德争论得出两难问题的解决办法，因为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两难问题。〔２７〕 胚胎的死亡

不是行为目的结果，它发生于目的之外。尽管如此，它也的确发生了。因此有必要继续检

验双重效应原则的下一个条件，即合比例性。这意味着一个行为必须证明它的充分性和

必要性。在拯救孕妇生命的时候，当生物过程不能单独解决这一问题已经变得明显的时

候，前述的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能在应用时不伤及胚胎。除非存在医学上的可能性将胚

胎转移进子宫，并因此可以保证胚胎正常发育。这种情况下，这一方法是合比例的，因为

没有比输卵管取胚胎术更毫无疑问可以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即保护孕妇。检验的第三

要素，创设了一项义务，要确定医生有拯救孕妇生命的真实意图。在宫外孕的案例中，很

难认为医生的首要目的是使孕妇流产，拯救孕妇的生命应当再一次被强调，终止妊娠是目

的结果的副作用。四要素检验也会得出相同的结果。

在此最好考虑一下刑法是如何提及上述情况的，并由此得出伦理分析结果契合刑法

分析结果的结论。首先，我们要检验在上述情况下这样的行为是否是不法的。其后，如果

违法性被证实，我们就要分析有无排除医生行为不法的情况存在。

刑法详述了与这种情况有关的禁止性行为的类型。最终的选择取决于结果和医生的

目的。在这一分析中必须排除的情况是医生故意导致患者的流产。需要分析的是医生的

直接目的是否在于拯救孕妇的生命（在上述输卵管胚胎取出术案例中），因为与此同时医

生认识到了副作用出现的可能性。在这一案例中，必须去思考在医生的间接故意中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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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两难问题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主体被迫从数个可行的行为中选择一个，这数个行为是相互排斥的。

参见Ｂ．，Ｏｓｙｔｕａｃｊａｃｈｂｅｚｗｙｊｃｉａｗｅｔｙｃｅ，Ｋｒａｋｏｗ２００８，ｐｐ．５２－５３。在刑法中义务冲突这一概念和道德上的两难
问题相似。



行为是否是不法的，这一情况中责任在对行为的下一个检验阶段被排除，即罪责阶段的检

验。当决定应用医疗手段的时候，是医生造成了产生副作用的可能性，医生也预见到了它

们，尽管如此医生还是继续他的行为，并在此之后接受了给定的结果。但是，认为医生在

这些案例中的工作是在间接故意的驱动之下这样合理吗？从公正的角度出发，这样的说

法恐怕是不能接受的。

亚切克·吉斯（ＪａｃｅｋＧｉｅｚｅｋ）在有关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问题上给出了行为人认

知和目的之间可能的关系。他给出了四种可以区分的情况：

（１）预见的事态是行为人行为的目的，而且行为人在事前认识到其是不可避免的；

（２）可以预见的事态是行为人行为的目的，但是事前确定的只是可能性；

（３）可以预见的事态不是行为人行为的目的，它只是副作用，但是它在事前被确定是

不可避免的；

（４）可以预见的事态不是行为人行为的目的，它只是副作用，但是它在事前被确定有

导致特定事件的可能性。〔２８〕

根据之前提到的道德术语，在上述情况中，可以确定的是行为的结果是不变的，但其

分歧主要源自行为目的和行为人目的之间不同关系。在亚切克·吉斯的分析中，可能性

的认识作为前提发挥着关键作用。笔者认为直接故意不仅存在于事态是行为人目的，行

为人预见到其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也存在于事态是行为人目的行为的副作用，但其也被事

前确定为不可避免的时候。〔２９〕 在前述的情况中，可以认为医生是因直接故意终止妊娠的

行为也可认为因间接故意剥夺患者生命的行为。其会被表述为高度盖然性或者不可避免

性，其作为特定的结果依然会决定行为人的种类，然而，这表明了故意和预见之间的界限

在现在的推理中是不恰当的。

这两种认知状态的不同也是根据双重效应原则得来的，特别是关于近因问题。〔３０〕 这

也体现在之前所举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关于必要防卫的理解的例子中。他人为防卫导

致袭击者的死亡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但不可接受的是故意导致袭击者的死亡。同时，一

个知道因果路径的防卫者，或许会希望防卫导致袭击者死亡。理解这一微妙区别的关键

是区分故意和预见，与区分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相类似。Ｔ．Ａ．卡瓦诺（Ｔ．Ａ．Ｃａｖａｎａｕｇｈ）

提出了下面的方法对故意和可预见的区别，以及因其故意产生的结果作出解释。

（１）故意，作为行动计划中有意志力的承诺，是行为的原因，甚至是强迫行为的因素；

（２）故意会导致对期望结果的思考和进一步的故意，而预见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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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参见Ｊ．Ｇｉｅｚｅｋ， ｗｉａｄｏｍｏ ｓｐｒａｗｃｙｃｚｙｎｕｚａｂｒｏｎｉｏｎｅｇｏ．Ｗａｒｓａｗ２０１３，ｐｐ．２１１－２１２。当讨论这四种可能的情况的
时候，亚切克·吉斯认为只有第一种情况是毫无疑问的—其清楚地是一种直接故意。根据作者的观点，其他情

况则远不那么明确，并且是立法上出于刑事政策的考量。这样的说法是难以接受的，因此不论以直接故意还是

间接故意从事禁止性行为的性质都是相同的。此外，间接故意与非故意是有区别的。因此，任意确定概念的边

界的论点被认为是有争议的。

参见Ｊ．Ｇｉｅｚｅｋ， ｗｉａｄｏｍｏ ｓｐｒａｗｃｙｃｚｙｎｕｚａｂｒｏｎｉｏｎｅｇｏ．Ｗａｒｓａｗ２０１３，ｐ．２２１。
参见Ｔ．Ａ．Ｃａｖａｎａｕｇｈ，Ｄｏｕ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ＤｏｉｎｇＧｏｏｄａｎｄ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Ｅｖｉｌ，Ｏｘｆｏｒｄ２０１７，ｐ．８５。



（３）故意使用的确定的方法是为了实现目的事前思考的结果并且方法是必须的；预

见没有这样复杂的过程；

（４）故意是实践理性的表示，而预见是理论推理的表示；这意味着故意在成功或失败

方面是经过证实的，但预见是在真实和错误方面经过证实的；

（５）故意，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一个实行行为，甚至是被命名的行为，但是预见的事

实不影响行为的定性。〔３１〕

前述的标准不仅有助于解决双重效应原则的近因问题，也有助于把间接原因从直接

原因中区分出来。恰当的故意的构成也十分重要，因为评价要素与其有关。即使我们说

行为人的属性是中立的，故意的构成也很难同意这一点。其不需要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

的行为在意识中有犯罪目的；但是行为人想要从事禁止性行为的陈述本身就是贬义的，排

除了认定消极副作用是行为不可避免的副作用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其

不一定是不法的，可能是适当的。在一些案例中，选择副作用可能性高的行为是没有办法

的。这很明显的可以应用在无法通过无风险的，或是副作用风险更低的情况下达到目的

的情况。任意塑造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边界仅依据已被接受的价值论和刑事政策目

的，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没有任何违法本体论体系的情况发生。〔３２〕 或许本体论体系不会

被影响，但道德体系会。

间接故意的体系似乎可以通过参考道德上已充分认识的复杂行为问题来更好地理

解。在刑法理论中，出于正当理由，间接故意总是伴随着某些直接故意而来，这些直接故

意可能是其他侵害的一部分，也有可能和刑法无关。〔３３〕 人类的作为和不作为因此是复杂

的，当没有从整体的角度而是分别分析它们的时候，它们的组成部分就可能被误解至少是

不完全正确的理解。Ｂ．莱夫斯基（Ｂ．Ｗｒóｂｌｅｗｓｋｉ）在他的观点中，即故意将行为人的所有

任务理解成理性的整体，〔３４〕指出了这一点。在一般伦理中，复杂行为出现在通过多种方

法对作为结果的特定利益的追求达成的时候。换句话说，一个复杂行为由多个单一行为

组成，这些单一行为服务于达成一个主要目的。最终，对复杂行为的道德判断是基于对主

要目标的评价，和组成复杂行为的各个行为的道德价值。〔３５〕 这一解决问题的方法清楚地

表明，只要单一行为是复杂行为的一部分，就不能在与它们所属的整体隔离开来的情况下

做出最终的评价。因此，如果可以接受一个间接故意行为是复杂行为的一部分，而且同时

直接故意地追求一定事态，这个间接故意的行为就不能被认为是和整体相隔离的。〔３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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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参见Ｔ．Ａ．Ｃａｖａｎａｕｇｈ，Ｄｏｕ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ＤｏｉｎｇＧｏｏｄａｎｄ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Ｅｖｉｌ，Ｏｘｆｏｒｄ２０１７，ｐｐ．１０６－１０７。

参见Ｊ．Ｇｉｅｚｅｋ， ｗｉａｄｏｍｏ ｓｐｒａｗｃｙｃｚｙｎｕｚａｂｒｏｎｉｏｎｅｇｏ．Ｗａｒｓａｗ２０１３，ｐ．２２２。
参见Ｒ．Ｃｉｔｏｗｉｃｚ，Ｓｐｏｒｙｗｏｋóｒｏｚｕｍｉｅｎｉａｕｍｙｌｎｏｃｉｉｊｅｊｐｏｓｔａｃｉ，ＰｒｏｋｕｒａｔｕｒａｉＰｒａｗｏ１９９９，ｎｏ．６，ｐ．２０；Ｉ．Ａｎｄｒｅｊｅｗ，
Ｕｓｔａｗｏｗｅｚｎａｍｉｏｎａｃｚｙｎｕ．Ｔｙｐｉｚａｃｊａｉｋｗａｌｉｆｉｋａｃｊａｐｒｚｅｓｔｐｓｔｗ，Ｗａｒｓａｗ１９７８，ｐ．２０２。
参见Ｂ．Ｗｒóｂｌｅｗｓｋｉ，Ｐｒｚｅｄｍｉｏｔｐｒｚｅｓｔｐｓｔｗａ，ｚａｍａｃｈｕｉｏｃｈｒｏｎｙｗｐｒａｗｉｅｋａｒｎｙｍ，Ｖｉｌｎｉｕｓ１９３９，ｐ．８；Ｐ．Ｚａｋｒｚｅｗｓｋｉ，
Ｓｔｏｐｎｉｏｗａｎｉｅｗｉｎｙｗｐｒａｗｉｅｋａｒｎｙｍ，Ｗａｒｓａｗ２０１６，ｐ．２１６。

参见Ｔ．ｌｉｐｋｏ，Ｚａｒｙｓｅｔｙｋｉｏｇóｌｎｅｊ，Ｋｒａｋｏｗ２００４，ｐ．１９１。
参见Ｂ．Ｗｒóｂｌｅｗｓｋｉ，Ｐｒｚｅｄｍｉｏｔｐｒｚｅｓｔｐｓｔｗａ，ｚａｍａｃｈｕｉｏｃｈｒｏｎｙｗｐｒａｗｉｅｋａｒｎｙｍ，Ｖｉｌｎｉｕｓ１９３９，ｐ．８；Ｗ．Ｗｏｌｔｅｒ，
Ｃｚｙｎｎｉｋｐｓｙｃｈｉｃｚｎｙｗｉｓｔｏｃｉｅｐｒｚｅｓｔｐｓｔｗａ，Ｋｒａｋｏｗ１９２４，ｐ．５５。



应当区别看待以下两种情况，即行为人间接故意的行为服务于直接故意的犯罪行为，以及

行为的间接故意是用来完成与刑法无关或者法律鼓励的事情。间接故意的行为体现在直

接故意的行为之中，在道德领域这意味着：任何由人直接计划的，知道这一行为以及其中

立后果的有意识的行为，都通过外因和其副作用相联系。这样的副作用不是他故意的，只

是因为合理的重要理由而被认可和承受。〔３７〕

注意行为的这种密切关系，即在道德意义上行为只是同意去承受和认可，就会得出评

价这样的行为必须参考主行为，即直接故意的行为。人们可能怀疑，在这一阶段，是否行

为不法的第一排除方式就是要通过预计行为不法会通过第二方式被排除。〔３８〕 如果一个

人认识到一个公正的目的，同时接受了他行为的副作用，就有理由认为这没有违反刑法的

制裁规范。这与制裁规范的价值论层面是相符合的，其由裁判将价值赋予一个行为的负

面评价表达出来。〔３９〕 在这样处理有副作用的行为的方法中，制裁规范的目的论层面也就

被认识到了。〔４０〕 最后，法律不应当禁止对宫外孕采用输卵管胚胎取出术。这将会剥夺医

生完成其使命的可能性。因此，一个制裁规范若它的目的论层面要求医生避免上述的行

为，它就不是法律的一部分。

将制裁规范延用于制定法以外的内容或许会是有争议的，但是实际上，其只是在理论

层面被采纳，基本的假设是制裁规范由价值论要素和目的论要素组成。这意味着在面对

法益的时候，规范是通过反对违反规范的行为来保护这些利益的。人们从制裁规范中认

识到刑法的保障作用，这也和其他证明行为应受惩罚性的情况有关。制裁规范是一个平

台，它潜在地为透过刑法体现出道德规范〔４１〕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加入道德要素，可以

使制裁规范的内容更完整。

制裁规范也是对行为进行道德裁判的基础（即积极的道德规范不能违反制裁规范），

这一观点使得认识到由 Ｒ．Ａ．达夫（Ｒ．Ａ．Ｄｕｆｆ）提出的谦抑主义的假设成为可能。〔４２〕 但

是，这不意味着道德规范体系决定着刑法的调整范围，特别在积极层面上，道德体系不决

定应当被惩罚禁令涵盖的行为的类型。与此同时，谦抑道德主义假设认为任何刑法调整

范围内的行为也应当是不道德的。从不同的角度看，人们可以说道德和公正的行为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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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刑法的调整范围之内。〔４３〕 在此背景之下，一定还有一些疑问，首先是关于将决定排

除不法的责任转移到规范的调整范围上———在这一部分情节的结构和结论将和道德分析

的结果重叠。还可以提出的争议就是法律的保障可能会被破坏，通过在确定对禁止性行

为特征的认识过程中引入评价的、不明确的要素。〔４４〕 这样的异议在一定程度上被找出的

制裁规范的保障潜力所反驳，至少在一些评论者的观点中，这决定了行为的应受惩罚

性。〔４５〕 当制裁规范在道德的影响下会扩张行为不法的范围的情况下，这种异议也是无关

紧要的，因为结论会在制裁规范这一层面被纠正，通过限制应受惩罚性的范围。所涉及的

情况是，我们讨论的是道德分析会缩小制裁规范适用范围的情况，就是说在结果上道德规

范会减少制裁规范的应用范围。

正当防卫即是一例，其建立在双重效应原则的道德体系之上。甚至可以说，关于双

重效应原则的整个讨论都源于圣·托马斯·阿奎那关于正当防卫的说法。因为在适用

制裁规范的范围层面上应用双重效应原则所确定的排除，可以防止一个人因这样的行

为被宣称违反了制裁规范。可能有争议的地方是，人们至少在法律意义上不能说这是

利益的冲突，因为由于应用双重效应原则就已经足够了，所以这里不需要涉及必要防卫

的规范条件。

如果我们认为，得到一个复杂行为具有道德公正性的结论就暗示着制裁规范的条件

（假设）不需要被满足。这就意味着这一复杂行为是合法的，实行输卵管胚胎取出术这样

的行为，就不需要排除不法，应受处罚性和罪责。〔４６〕 这就明确地表示道德上公正的行为

同时也是合法行为。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这不会让认为道德上不公正的行为一定同时

要被看做违法行为这种做法具有可能性。基于道德方法来排除对制裁规范的侵犯会引起

强调刑法道德合法性的提议，因此会给与这一部门法比立法机构的目的更强有力的授权。

这也是对制裁规范的价值论层面可靠的重建。

可以用一个更为谨慎的概念替代之前提到的概念。这个更为谨慎的概念不会把所有

用来证实一个行为具有道德公正性的条件都用于制裁规范的适用范围。相反，它可能会

将这些标准分散到分析刑事责任的不同阶段，使得这一方法最终不会因某一特定行为对

某一特定行为人课以刑事责任。对于这种刑事责任的排除主要发生在侵犯的类型特征已

经被证实的阶段或不法被排除的阶段；在一些案例中这种对刑事责任的排除亦可能基于

应受惩罚性，应受谴责性和罪责排除的情况。基于这一解释，法律对于有生命威胁的宫外

孕的医疗的判断为：一个实施输卵管胚胎取出术的医生可免除责任，基于当孕妇生命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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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时可以终止妊娠的规则。不管双重效应原则在排除终止妊娠的责任前提上的争议，

这些都不会引起不法的初步排除；因此合法化的发生是基于二次修正的规则，是源于解决

孕妇利益与胎儿利益冲突的方法。即只要合乎道德的行为不被处罚，刑法就保持了其道

德合法性。但是，如果考虑到更为谨慎的道德合法性观点，保留领域在某些不同情况中依

然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医生采用合乎道德的治疗方式，就很难向其解释他的行为在

任何程度上是不法的。

［本文为波兰国家科学中心资助项目“人类尊严原则对刑法中的责任的影响”的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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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ｉ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ｅｅｎａｓ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ｌａｗｆｕｌ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责任编辑：郑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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